





本文所说的华裔新生代 ,指 1975年以后出生、其家族在居住国当地传承到他 (她 )这一代



































注同行的相关研究成果。本案研究的访谈对象主要是来自马来西亚 ( 57份 ,其中 39份来自马










时 ,由于华人和泰人在社会文化上的差别较小 ,华人入籍之后不会遭遇宗教信仰等“壁垒 ”,因
此华人融入泰国主流社会比较顺利。也正因为如此 ,泰国被认为是东南亚华人融入所在国主
流社会最成功的国家。这得益于泰国的族群政策 : 一旦华人入籍 ,即得到一视同仁的对待 ;
总体上没有强制同化的意图 ,华人表达自身文化的权利受到尊重。
印度尼西亚独立后到 1966年“5月暴乱”以前 ,印尼政府在对本国土著和华人之间关系的
处理上一直袒护土著 ,并试图同化华人 ,致使两者之间产生隔阂 ,甚至相互敌视。华人不仅在






少数族群的政策开始有了向多元文化主义方向发展的趋势 , ③但是 ,印尼过去所实行的强制同
化政策在当地华人社会和心理层面上留下深刻的烙印 ,短时间内是难以消除的。







这包括三个方面 : (1)华人族群和土著族群文化的类似和相融程度 ; (2)华人族群和土著族群之间进行族群互动的政治
环境基础 ,包括国家的族群政策、建国目标或愿景以及现实的族群权力结构和分配等 ; ( 3)族群表达自身文化 (包括语言、习俗和
文化理想等 )所面临的实际条件和所受的限制。
参见郭继光 :《印尼华人参政问题 : 历史与现状》,载《东南亚研究》, 2002年第 2期。
参见汤平山 :《从同化政策到多元文化政策———谈印尼政府华侨华人政策的变化》,载《当代亚太》, 2001年第 6期。
参见温北炎 :《试比较印尼与马来西亚华人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程度》,载《东南亚纵横》, 2003年第 1期。
就形成了以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等为社会主体且各自成立政党以代表不同族群利益的“种








我们的调查问卷中包括“语言 ”、“中华文化认知 ”和“中华价值观 ”等与“祖籍记忆 ”直接
相关的内容。总体上说 ,从调查问卷反映出 : 来自马来西亚的华裔新生代在绝大多数选项上
都表现出较高的水平 ,比如他们从小受到比较系统的华语教育 ,在马来西亚华裔新生代受访者
中 ,接受过正规华语教育的占 92. 3% ,而在泰国和印尼华裔新生代受访者中 ,相应数据分别为
55%和 28. 8%。③ 在马来西亚华裔新生代受访者中 ,认为汉语普通话和方言在日常语言使用
中具有突出重要性的占 38. 7% ,认为居住国语言具有突出重要性的只占 3. 5% (其余受访者认
为英语更为重要 ) ;在泰国华裔新生代受访者中 ,这两项数据分别为 5%和 80% ;在印尼华裔新
生代受访者中 ,这两项数据分别为 15%和 75%。在对“舞龙 ”、“舞狮 ”、“华语地方戏 ”等项目
的见闻率上 ,马来西亚华裔新生代受访者的平均值为 77. 1% ,泰国和印尼华裔新生代受访者
的相应平均值分别为 62. 5%和 40% ;在对中华价值观如“孝道 ”、“义气 ”、“礼多人不怪 ”等 5
项的认同度上 ,马来西亚华裔新生代受访者的综合平均值为 86. 4% ,泰国和印尼华裔新生代
受访者的相应综合平均值分别为 66. 6%和 74. 4%。显然 ,如果说这些指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
了“祖籍记忆”强度的话 ,那么马来西亚华裔新生代受访者在这次调查中表现出了最强的“祖
籍记忆”。
相比较而言 ,印尼华裔新生代的“祖籍记忆 ”较低 ,这主要是由于当地华人群体的文化表
达权被剥夺而造成的。在泰国虽然并不存在像印尼 1998年以前那样的对华人群体之文化表
达权的制度化限制 ,但那里的华裔新生代也没有表现出和马来西亚华裔新生代相同的“祖籍
记忆”状况。其原因在于 : 一方面 ,华人融入泰国社会的程度高 ,族群关系融洽 ,使华人主观上











参见曾少聪 :《东南亚华人与土著民族的族群关系研究———以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为例》,载《世界民族》, 2002年第 2期。
参见韦红 :《20世纪 9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民族政治的淡化》,载《世界民族》, 2001年第 1期。
除特别注明外 ,本文所引用的数据均来自于笔者的问卷调查。







马来西亚在国家政治层面上凸显了族群分野 ,各政党背后所依靠的族群 ,既是压力集团 ,
又是利益集团 ,各政党在政坛上的角逐 ,不可避免地要求以突出各自所依托的族群的特性为手
段 ;而作为凝聚族群的源泉 ,“祖籍记忆”也就被不断地强化。
通过以上所述 ,总体上可以这样概括上述三国华裔新生代“祖籍记忆 ”的特点 : 马来西亚
华裔新生代在多元族群架构下 ,不断明确自己的“祖籍记忆”;印度尼西亚华裔新生代 (1998年
以前 )在强制同化压力下 ,其“祖籍记忆”受迫性失忆 ;泰国华裔新生代在温和的同化政策拉动
下 ,其“祖籍记忆”主动性失忆。
三、“祖籍记忆 ”、“国民认同 ”和“族群认同 ”







感已经有所淡化。根据笔者的调查 ,在马来西亚华裔新生代受访者中 ,有 64. 9%的人认为父
辈对祖籍国的感情要比他们强 ;在泰国华裔新生代受访者中 ,这一比例为 75% ;在印尼华裔新
生代受访者中 ,这一比例为 54. 7%。不过 ,海外华人在所在国依然程度不同地以华人族群的
社会身份出现 ,他们仍然保留着华人的文化特性以及对“族源 ”的记忆 ,从而在民族文化上形
成相对独立性。而上述三国华裔新生代受访者的信仰情况 (见表 1)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作为
观察这种相对独立性及其变化的窗口。
表 1　　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华裔新生代受访者的信仰情况 (单选、有效票 )
马来西亚 泰国 印度尼西亚
伊斯兰教 0. 0% 0. 0% 1. 9%
基督教 8. 9% 16. 7% 58. 5%
佛　教 41. 1% 75. 0% 30. 2%
儒道 /其他华人特有的民俗信仰 25. 0% 0. 0% 1. 9%
无宗教信仰 21. 4% 8. 3% 19%
居住国当地的部落 /民间宗教 1. 8% 0. 0% 0. 0%
其　他 1. 8% 0. 0% 5. 6%




确立了这种区别 ; 泰国华裔新生代的信仰基本上和当地人是同质的 (佛教 ) ,明显有别于马、印
两国的相关情况。
无疑 ,信仰状况是了解上述三国华人族群与当地主体族群间“边界 ”的客观指标 ,而华人
群体对自身特殊身份的主观看法则表达出他们的心理“边界”(见表 2)。
表 2　　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华裔新生代受访者对自我身份的主观态度 (单选、有效票 )
　 马来西亚 泰国 印度尼西亚
1. 我是居住国国民 ,和土著居民没什么不一样 ,
有没有华人身份都无所谓。 3. 6% 41. 7% 10. 0%
2. 我首先是居住国的公民 ,但我很清楚我的华裔身份。 60. 7% 8. 3% 24. 0%
3. 我是华人后代 ,对自己的祖籍国很感兴趣 ,想和祖籍国
建立更多的联系 ,不过我也很认同居住国国民的身份。 33. 9% 50. 0% 62. 0%






印尼华裔新生代受访者中选择“3”的人最多。这应如何理解呢 ? 在 1998年印尼排华风
暴以前 ,由于印尼政府长期实行同化政策 ,华裔新生代已经把印尼看作自己的祖国 ,即认同自
己作为印尼人的国民身份 ,其族群意识、对祖籍国的情感和认知趋于衰弱。但是 , 1998年发生
在当地华人身上的灾难使得他们的族体意识重新觉醒 ,以至于他们对祖籍国的认识和亲切感
也逐渐加深。因此 ,表 2中印尼华裔新生代受访者对“3”的选择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1998年
以后其族群认同意识重建的情况。
笔者在调查问卷中还设计了“你在居住国的时候 ,在什么情况下 ,你特别能意识到自己的
华裔身份”这一问题 ,以比较上述三国华人通过何种渠道传承和触发族群意识 (见表 3)。
表 3　　在什么情况下能意识到自己的华裔身份 (多选 )
　 马来西亚 泰国 印度尼西亚
1. 在与居住国土著居民发生矛盾、冲突时 26. 3% 16. 7% 50. 9%
2. 在家人或华人社区举行祭祀祖先仪式时 40. 4% 50. 0% 49. 1%
3. 在家里或华人社区过华族传统节日时 49. 1% 50. 0% 62. 3%
4. 家里长辈总是不断提醒我这一点时 8. 8% 33. 3% 47. 2%
5. 居住国政府在政策上把华人和土著居民区别对待时 42. 1% 0. 0% 47. 2%
从表 3中“5”的选择率来看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华裔新生代受访者都表示能感受到
“区别对待”,而泰国华裔新生代受访者对此没有感觉。鉴于在华人和当地土著的关系上马来












国民认同 较强 较强 较强
族群认同 较强 较弱 由较弱趋向较强
祖籍记忆 较强 较弱 由较弱趋向较强
现在笔者用表 4中的相应比较来延伸以上的分析 : 首先 ,国民认同和族群认同之间并不




发点是承认差异并追求差异的共存 ,在这种情形下 ,“强的 ”国民认同才不是以消除“弱的 ”族
群认同为代价 ,“祖籍记忆”为建构族群认同提供的象征性表征才得以保存、发展 ,并在一定条
件下被强调。当然 ,这种“强调”实际上要经过复杂的“操作”,在下一节将论述这一点。
印度尼西亚华裔新生代的情况比较复杂 : 从问卷的答案看 ,他们的“国民认同 ”较强而
“族群认同”、“祖籍记忆 ”由较弱趋向较强。从华人在上述三国的整体境遇来看 ,在“族群认
同”项上 ,印度尼西亚华裔新生代受访者的反应如果不能和马来西亚华裔新生代受访者比肩
的话 ,至少应比泰国华裔新生代受访者强 (这从对表 2的第 1、2项选择中也可以看出 )。实际
境遇与反应之间的“落差”说明了外在条件下族群心理的“运行轨迹 ”: 马来西亚华裔新生代
在“族群认同”上的“较强”得益于多元文化主义下“自我主张 ”的强化 ; 而印尼华裔新生代在
“族群认同”上的“较弱”(1998年前 )是“族群隔阂 ”压力下“自我主张 ”的“潜伏 ”,由“较弱趋
向较强”(1998年后 )则是外在压力长期积聚、膨胀下“自我主张”的“报复式 ”反弹。印尼学者
曾指出 , 1998年“5月风暴”后 ,印尼华人已有通过强化自己的“祖籍记忆 ”以重建族群认同的
趋势 ,甚至出现了某种“再中国化”的情况。① 可以说 ,该学者对印尼华人身份结构的“自我主
张”趋势的表述 ,主要目的在于提示印尼政府 : 如果新的印尼政府最终能够实现由同化主义向
多元文化主义的转型 ,也许当地华人会出现类似马来西亚华人的“身份结构”。
四、祖籍国与“祖籍记忆 ”
“祖籍记忆”和祖籍国的关系 ,只是基于历史的“追溯 ”关系 ,而不是现实中的“认同 ”关
系 ,尤其不能把“祖籍记忆”误解为一国公民对祖籍国的“国民身份认同 ”。但这并不是说“祖
74
① 参见〔印尼〕伊恩·昂著、邓文华译 :《“陷于自相矛盾之困境”: 印尼华人受迫害问题与其历史遗存》,载〔澳 〕墨美姬等主
编 :《“种族”的恐慌与移民的记忆》,江苏教育出版社 , 2004年。
籍记忆”和现实中的祖籍国毫无关联。我们通常所说的诸如“中国强大 ,海外华人也能挺起腰
杆做人”等话语 ,以及无数东南亚华人家庭敦促自己的孩子“负笈北行 ”等现实 ,都在暗示某种
关联的存在。由于东南亚华裔新生代来华学习是他们与祖籍国建立某种联系的主要方式之
一 ,因此问卷调查中设计了一套“关于三国华裔来华进修、学习的动机 ”的复选题 ,大致包括了
“现实性”动机 (如来华学习以期待更好的经济机会 )和“象征性 ”动机 (如被中华文化、风俗等
吸引 )两个方面的内容 (见表 5)。
表 5　　为何愿意来中国学习 (复选 ,平均中选率 )
马来西亚 泰国 印度尼西亚
现实性动机 38. 9% 66. 7% 65. 1%
象征性动机 50. 0% 20. 8% 50. 5%
表 5中的数据表明 ,在马来西亚华裔新生代受访者中 ,“象征性 ”动机的选择率高于“现实
性”动机 ;在泰国华裔新生代受访者中 ,“现实性 ”动机的选择率占有较大优势 ;在印尼华裔新
生代受访者中 ,两种动机的选择率都比较高。就这两种动机而言 ,和祖籍国建立某种现实的或






较高 ,这说明他们来华的动机中既包含了祖籍国的现实吸引力 ,也包含着 1998年后他们因要
强化族群认同而强化自己的“祖籍记忆 ”的动机。笔者所访谈的蒋女士 (印尼 )带着自己的三
个孩子 (6—14岁 )在厦门求学 ,她说自己来华前头脑中大多是国外对中国的负面宣传 ,来华后
则对中国的印象有了很大的改变 ; 另一位印尼籍薛姓大学生也认为自己来华以后对中国的看
法有很大转变 ,甚至有在中国谋求发展的想法。泰国华裔新生代受访者中的“象征性 ”动机低
于“现实性”动机 ,与前文的分析一致 ,是因为泰国华人充分地融入泰国主流社会 ,他们不需要
更强的族群意识 ,从而也就不需要去强化自己的“祖籍记忆”。
在马来西亚华裔新生代受访者中 ,“象征性 ”动机的选择率高于“现实性 ”动机 ,这与他们
强调自己的族群认同也是契合的 ,因为祖籍国实际上提供了“祖籍记忆”所要求的“象征性 ”资
源 ,而较强的“祖籍记忆 ”和较强的族群认同相关。不过 ,必须再次强调 ,在马来西亚的个案
























记忆”的重要作用在于构建族群意识 ,也就是说 ,要想具有较强的族群意识 ,客观上就需要强
调“祖籍记忆”; 但“祖籍记忆”不等于族群认同的全部 ,更不等同于祖籍国归属感。对于外来
群体而言 ,其“祖籍记忆”、“国民认同”、“族群认同 ”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也具有复杂
性。就海外华人来说 ,祖籍国既是经济机会 ,也是“祖籍记忆 ”的涵育和发展之源 ;既可能作为







思的话 ,泰国的经验恰好提供了一种逆向的反思 : 有没有一种“同化 ”能以最小的冲突为代价
让不同的族群和舟共济 ? 泰国的答案明显地摆在那里。但是 ,我们必须注意到泰国的“温和 ”
同化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条件 ,特别是这些条件在泰国步入同化进程之时已是一种先在性的
存在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来说 ,泰国的经验具有不可模仿的性质。
总之 ,在多元文化主义趋向下 ,东南亚华裔新生代的“族群认同 ”、“国民认同 ”、“祖籍记
忆”将不断趋向均衡发展 ;他们将祖籍国“客体化”将成为一种必然的现象。
(杨晋涛 ,讲师 ; 俞云平 ,副教授 ,厦门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系 , 361005)




参见庄国土 :《略论东南亚华族的族群认同及其发展趋势》,载《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 ) , 2002年第 3期。
参见周聿峨、龙向阳 :《马来西亚华族的民族母语教育》,载《世界民族》, 2002年第 3期。
